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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求各地方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以竞争择优选择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并依据绩效评价给予合理回报。而部分地方项目PPP合作模式探索过程中，合作方受各自社会环境、个体动机、动力等复杂因素导致项目破产，研究通过D县为案例，分析PPP模式下政府、企业以及资本方在合作过程中的主体行为选择，剖析主体行为变异带来的合作困境导致了项目破产，深入探讨资本“盘活”下的认知分歧、政策偏离和利益追逐，并从契约、设计、法律、风险等方面提出推动PPP模式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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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and rupture in subject behavior of project PPP

（Minchong Gu,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in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o gather social forces,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It requires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revitalize local stock funds and choose the best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private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of PPP cooperation mode in some local projects, driven by partners’ own interests the progress comes to naught. By studying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we can analyze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behavior in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mode PPP and analyze the cooperation dilemma brought by variation in subject behavior. At last, the author mak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P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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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4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2015年5月份国务院发布《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为响应国家“PPP项目模式”推广，全国各地PPP项目迅速铺开，涉及资金巨大，各地都将这一政策性指导意见作为未来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公共服务项目发展的“尚方宝剑”，截止2015年底，全国共有6997个PPP项目纳入项目库，总投资需求81322亿元。PPP模式在我国公共服务基础建设领域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解决了地方政府融资困难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模式迅速改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局面。然而，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对于PPP项目普遍缺乏知识经验，加之现阶段的法律、制度、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PPP模式在地方的实际推动也呈现新的复杂性问题，尤其拥有项目合作成效决定权的项目主体受各自利益驱动，在实际运行中保留各自退出机制，增加了合作投资风险。研究通过案例重点分析项目主体的复杂性行为和主体行为变异导致的合作困境，以期对其他类似的PPP项目案例具有更好的借鉴价值。
二、PPP的内涵和特征
PPP模式是率先从国外实践中开展的，有着不同的译法，如公私伙伴关系、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公共民营合作制等，欧盟委员会（2003）认为，PPP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旨在创新的提供以往单纯由公共部门供给的公共服务，美国PPP国家委员会认为PPP模式一种处于公和私之间的同时拥有公私属性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充分利用私人部门资源来满足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2008年联合开发了《多边基础设施公私合作能力建设计划》，开启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PPP模式，这种模式要求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共同签订长期协议，私人合作者将开启货币、技术、经验或信誉等全方位的投资，并将在设计、技术、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关键风险转移给私人部门，以交付传统上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并按照业绩获得报偿。国内学者对PPP项目主体合作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叶晓甦，徐春梅指出我国PPP合作本质上市建立新型的伙伴契约关系，在规范的合作规则和运行机制下，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万冬君[
]、张祎[
]等通过不同的研究认为佳融资渠道的选取成为影响PPP项口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PPP项目主体在融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杜亚灵[
]指出公共项目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需求而发起的，不同于企业的追逐利润，而是要追求公共利益以达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

众多学者对于PPP的释义虽然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基本上认同了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PPP项目虽然是一种创新型公私合营提供公共服务提供模式，但其本质仍然是“合作”[
]，信任、承诺、共享、沟通、协作是影响项目合作的基本因素[
]；二，合作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服务，而最主要的形式是体现在基础设施供给上；三，利益共享是实现合作的主要手段，而共赢也是一种主要目的；四，风险共担是双方应对风险的重要方式。
三、从合作到破裂：PPP项目主体的行为变异
研究选取D县（东北地区某县级市）政府基础设施项目为例，分析PPP模式下的政府、企业以及资本方的行为变化。该项目主要包含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市政道路改造等，D县政府作为PPP项目的委托人和拥有者，Z公司作为运营者和代理人，金融机构X银行为资金供给者，三个利益主体各自明确权利义务，推动PPP模式合作进行。然而，PPP项目长期性、动态性特征使得其与一般性BT和BOT项目不同，项目双方的合作关系不是随着项目完成而终止，合作方式一直延续到项目的运营阶段。在项目谈判中最主要的斡旋力量是企业，通过与政府和资本方谈判促成项目成功，但随着谈判实质性进展深入，双方在利益和风险博弈出现了行为变异，导致了项目合作的最终破裂。

3.1“经济人”假设条件下的PPP项目主体行为变异
为使项目迅速开展，基于公私合作的基础上，公私双方表现了强烈的合作欲望。基于内外部的复杂环境影响，诱导因素作为深深隐藏在各种治理行为背后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去引导利益主体的行为决策[
]，行为方式随着利益点不同而变化。各项目主体在合作之初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基于主体“经济人”属性、环境变化以及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合作谈判中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导致主体行为产生变异倾向，影响了项目整体合作进展，改变了合作的初衷。
第一，政府政策承诺变异。政府作为经营性公共服务的发起者，会以一定的优惠条件（政策、税收以及用地）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者以多元投资渠道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案例中政府承诺提供商业土地资金承兑以及政府还款初步列入市财政预算支出两种保障。然而，某个项目的进展程度是根据政府意愿以及社会压力推动的，在投资过程中政府会出现政策反复的现象：1）预算还款承诺变异。D县处于东北经济发展较慢区域，通过政府协商争取省级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促进本县发展，所以前期D县政府承诺将得到市级人大年度财政预算决议作为资金保障。经报批上级部门，省、市级人大都不能提供相应的财政预算决议，增信级别降低为县人大决议。而作为金融机构来说，目前的合作模式是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资信较高的诚信方案，以便能够实现投资达到共赢。所以，在实质性谈判中县级人大决议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增信评估要求，前后不一致的承诺导致了前期的资本方谈判停滞，延缓了整体的合作进展。2）土地承诺保障变异。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而现阶段东北经济整体上增速缓慢，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压力较大，D县土地使用价值和土地评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估计，土地是否能够进一步升值或者快速实现转让仍不确定，加之政府承诺的土地区域从县内商业用地置换到高铁站附近用地，政府承诺前后不一致和可信度较低的行为加剧了合作的困难性，埋下了合作破裂的伏笔。
第二，企业初衷约定变异。按照上述约定，Z公司为基础设施项目实行预先垫资，待项目合同签订，Z公司对基础设施项目开始施工建设，同时由合作双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运作公司，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为了保证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Z公司在合作过程中设计“完美”退出机制，改变了PPP项目的伙伴关系的初衷设想，自身行为发生变异：1）Z公司单方追逐利息差收益阻碍合作谈判。在项目洽谈阶段，政府与Z公司成立项目公司，以人大财政预算决议作为还款资信，以商业用地作为还款保证，这些都是为了方便Z公司能够吸引社会资本。然而，社会资本对本项目的资金投入首先要考察项目本身和还款方的资信，经过考察县级人大的决议对于项目的还款资信较低，转而希望Z公司提高出资比例来获得保障性，而Z公司的总部上级不允许任何方面的担保，Z公司则转向说服政府提高利率上限，增信自身还款能力。按照约定，政府前两年支付一定的资金利息，利率最高上限为10%/年；金融机构原则上坚持“10%/年-12%/年”的利息成本，而Z公司希望金融机构将利息降低为8%/年，以便在合作破裂之时自身的损失降低最小，从而使得原本促进合作而达到的谈判妥协变成了企业单独利益的索取，而这行为暴露企业追逐利益而展现出前后动机不一致。
2）Z公司以牺牲股权换取其他利润加速合作破裂。对于Z公司而言，推广和运行PPP模式是为了更好的响应国家政策，通过成功的案例复制推广相应的成果，提高自身的宣传影响力，争取其他项目的主动权。在成立项目公司过程中，按照融资比例要求Z公司与金融机构承担股权比为1:99，至还款期结束之日止，D县政府须通过项目公司股权回购的退出机制，收回Z公司100%的股权，完成项目移交。Z公司作为整体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是要从工程建设中换得自身的利益，假使项目公司股权回购过程中出现差错，Z公司可以放弃1%的股权利益，而这一损失可以在工程总承包方面得到丰厚的回报。如若完全退出将会获得最小利润值的工程管理费用，一般会在合同总额的8%左右，减掉1%的股份损失，Z公司还将会获得较高的利润差价。这些通过牺牲股权的小利益换取大利润的行为体现了Z公司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前后合作动机不一致，违背了PPP模式的伙伴关系宗旨，加速了合作的破裂。
3.2主体行为变异造成的PPP项目合作困境
PPP项目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是项目主体的合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坚持整体利益优先，共同完成周期较长、投入较大的项目。实际中，项目主体难免受复杂环境、复杂心理等要素影响致使自身行为产生变异，改变合作的初衷，造成了合作困境影响项目整体进展。
1）双方冗长的谈判期。PPP项目谈判中，政府和企业改变了合作的诚信原则，政府方包装项目总量做大项目“蛋糕”，以期获得企业的认可；Z公司也包装实力做大自身“蛋糕”，以期增加自身竞争能力，这些“做大蛋糕”的行为虽然促成了项目方第一次合作的欲望，但后期的谈判将会呈现一定的困难性。鉴于信息不对称、PPP理论知识薄弱、成功案例借鉴较少等因素，双方多次谈判进展效果不明显，各自的利益驱动表现出来的政策反复和动机不一致又延长了项目谈判期限。项目双方的对PPP项目理解侧重点不同，政府企图通过企业的融资能力解决自身的资金投入不足困境，开启以小博大的局面；而企业以政府对PPP的知识缺陷为切入点，企图通过包装PPP项目的方式诱导政府做大PPP项目，而没有充分的论证项目本身是否具备成为PPP模式的条件和潜质，而针对性的原始项目合作模式却没有成为双方的关注点，这些因素无形中拖延了项目谈判期。
2）项目失败增加社会风险成本。项目模式的选择决定了利益相关者职责和权限的划分，是影响项目绩效的关键环节，但投资的风险是不可预计的，合理分担风险必然会增加协议中某方的成本，从而影响其合作的积极性，并可能导致项目失败[
]。PPP项目是长期的、动态的，需要双方信息互通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和监管，项目的风险分担的保障来源于双方诚信伙伴关系。在项目前期谈判中，项目主体坚持自身的利益优先的行为变异违背了“伙伴关系”的初衷，成为了与一般项目合作模式实质性相同的普通关系。政府片面的理解融资的扩大效应，基于自身对项目的主导权发挥PPP融资作用，寄希望于市场化、特许经营和产业投资等手段轻而易举的完成了项目的投资和建成，而忽略了PPP模式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关系，忽略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会在实践中多走弯路。PPP项目的周期长，风险相对较大，政府处于资金劣势希冀通过社会资本来解决项目资金问题以提高政府政绩，而并不注重风险的预判和应对。但是政府自身的政治优势使得项目出现风险时能够转嫁一定的风险成本，而企业相对拥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实战经验借鉴，加之现有的相关法律不完善，企业为自己设计较为完美的退出路径，风险分担上做出了逃避风险的行为选择，而正是这样的各自行为变异导致了项目风险分担意识弱，逃避风险意识强的结局发生。

四、PPP项目主体合作破裂的深层探究
PPP项目的快速推广解决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资金难题，而又加强了与社会资本的深度合作，从国家顶层设计和部门成功案例的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的反响，各地的仿照先例推广模式也如雨后春笋般进行，然而案例中的政企合作正是这样的急于功利的心态和经济人自我追逐利益的属性变异了原本顶层设计的良好初衷，这正是在未来的PPP模式推广中需要避免的。
4.1认知分歧：权利—利益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决定的过程，而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正式基于行动主体多年的主观能动性和对既有事务（事件）的判断，然而正是这样的决策之下，仍存在许多难以预测、不可衡量的情形发生，这些不确定性正是行为主体在实践中对未来认知的把握和判断。费埃德伯格将行为主体的未来预判目标函数总结为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视不确定性为潜在的机遇，它可能转化为增加自身目标效用的利好；另一种反应是视不确定性为潜在的约束，它可能转化为减少自身目标效用的不利因素[
]。PPP模式正是一种新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尤其是在短期的地方创新实践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这一新的模式的态度和目标函数由于各自信息和权利的不同而产生不对称性，形成不同的主管和判断，主导了项目主体在项目合作中的行为方式。就案例情况而言，D县政府出于东北地区，受地域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接受并赋予实践的能力相对较慢，而作为世界500强背景的Z公司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对新鲜事物的学习转换能力较强。然而，基于项目主体各自的社会角色扮演，他们对于新的合作模式的不确定性的认知和关注点存在着显著差异，政府偏重于对项目合作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关注于项目的社会效益和政绩成就。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和信息量相对较少的主体，直接掌控着整个项目的进展过程，当政府处于信息拥有量弱势地位的时候，政府会行使自身权力增加诱惑促成谈判合作；而企业偏重于项目合作的实用性，关注项目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后续社会影响力，企业拥有大量的PPP模式信息资源，也深层了解模式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和漏洞，正是这样的信息不对称，企业企图通过信息差量来设计自身风险退出的计划，转嫁风险给政府和社会资本公司。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合作谈判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能够为PPP项目提供的有效便利通道和促成合作的便利条件，却与此同时掩盖各自的缺陷，造成信息失真。
4.2政策偏差：中央政策落实中的政绩驱动

很多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效应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就会形成一系列的指导意见，而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发布就是地方创新模式的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实践。中央层次充分认识到创新的优异性，但到具体实施的地方实践中往往存在着不可预估的非意图现象发生。受地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部分地方政府展现了政策执行中的失真行为，使得政策效果与原始的政策出发点相差甚远，甚至是违背了政策创新扩散的原始初衷。这一现象的产生究其深层原因是地方政府与中央关系历来的恒久话题，按照我国中央地方管理方式，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虽没有明确规定地方落实，然而不成文的政治潜文化促使地方迅速开展落实指导意见的政策，以迎合中央的决策偏好，但缺乏系统解读和消化指导性意见，处于信息掌握的劣势，绩效考核中，公共服务质量作为地方政绩的重要衡量标准，PPP模式的推广正切合时宜的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和资金短板，迅速成为地方政绩推动的“良药”，地方政府希冀通过社会资本带动社会效益。政绩的提升对于官员的升迁有着重要的帮助，而这也是地方政府对现有的PPP模式表达极大兴趣的关键所在，希冀通过在观念较为落后的地区引进这一模式，来提升本地的影响力，也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

4.3利益追逐：资本替代思维下的经济飞跃妄想
利益是项目主体行动的内在动因和诱因，作为经济理性的项目合作者，都会基于自身的行动目标函数设置自身的最大利益和最小利益的平衡点，进而进行相应的策略和行为。PPP模式推崇的盘活社会资本思想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强合作的重要契机，也是地方政府有效缓解自身债务和财政困境的手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地方政府急需突破传统经济环境的束缚，通过社会资本的盘活和成功案例的进展来成为政绩的标杆性政府，增加自身的任期政绩。D县政府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缓慢、财政困境的“启明星”，而这一行为表现出其整体规划经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的能力缺失，这种短期实现经济发展从量到质的转变似乎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受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影响，政府会将回报率高、风险性小的项目承包给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本地企业，而一般会将见效慢的项目委托给所辖范围以外的实力强的企业承担，可以有效的减少本地企业和自身的风险成本。社会资本盘活不应该解读成为政府单独一方偿还自身债务、弥补财政漏洞的资本填充，减少各自的“木桶短板”。东北县域土地财政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例较大，但整体上房地产经济低迷，以土地收入支撑财政整体的局面难以以转变。社会资本的介入将土地财政“盘活”，充当了“触发器”的角色，地方政府企图以新的资本替代方式扭转局面，以新的土地抵押形式来作为资本置换，仍没突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思维。由于PPP项目模式的实践推广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过多次的谈判协商和利益责任划分，而这种的前提基础有可能转化成政府和企业各自获得自身自利益的“暗箱操作”，成为企业对政府进行“寻租”的重要途径。
五、巩固PPP项目主体合作达成的构筑策略
通过案例的深入剖析来实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正是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研究归宿，PPP项目的合作使得政府不再单独的购买某一项服务而是要购买一整套服务，在合作过程中更加注重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成本，而企业也将项目建成的后期运营作为双方合作关系得以维持的纽带，这种长期的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激励合作方严格履行合同契约以实现资产的价值最大化。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项目双方必须改变自身行为，提高合作契约精神、风险承担意识以及合作设计共赢意识等，共同实现项目合作“楼体”的顺利封顶。
5.1顶层设计：PPP项目合作达成的“结构蓝图”
PPP项目的推广和实践是国家激活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现阶段PPP项目形成了较大的规模效应。目前地方政府对于PPP项目的理论认识和案例借鉴能力尚有不足之处，所以要统盘全局考虑，做好PPP模式的顶层设计是增强社会资本投资者信心、顺利推动PPP实施的有效举措[
]。
要从法律层面尽快出台促进PPP项目发展的法律制度，明确项目主体责任和各自权限，尤其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关于特许经营权、土地所有权、项目所有权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方式等关键环节的确定。首先，要加要从法律层面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社会资本进入的方式。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政府的监管，一旦政府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违约状况，通过法律途径维护社会资本利益是未来法律层面得以进一步完善的重点。其次，要加强对项目主体的双向监管，政府监督企业的唯利润至上的行为来确保项目的公共性，但不能是纯粹的单向监管，企业也要通过一定的监督渠道监督政府，防止其公共权力的滥用。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方的契约合作精神，坚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核心目标为出发保障，促使项目核心利益不受损失。再者，要进一步促进市场发展，释放社会资本，激活资本市场，资金已经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更多的是现行机制问题。所以，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机制的完善，落实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精神，放眼全局，明确市场配置不是政府的放任，更不能是政府责任的缺失，而是政府要转变职能，培育、引导市场发展。最后，要建立PPP项目协调中心，搭建PPP项目推动发展平台，不断更新、推动效果良好的PPP项目案例在领域内推广。
5.2信任契约：PPP项目合作达成的“稳固根基”
信任是PPP项目合作的基础，契约是信任机制得以有效延续的保障，PPP项目双方的信任契约是推动合作和运营的“稳固根基”。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PPP模式可以保证政府的各项利益，并通过模式的推广对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盘活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政企合作信誉等有着额外的社会附加效益。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以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推广PPP模式，可以降低自身的风险，改变原有“BT/BOT”的合作方式，能够切合的与当今国家政策相适宜，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在政策利好的大环境下，项目主体应该坚持契约合作精神，放眼长远利益、搁置各自眼前利益。国家层面要优先在PPP项目领域建立信用约束机制，不断完善PPP项目运作的领域规范，促进PPP项目成功经验的推广，使其能够形成一批可复制、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文库，使项目主体充分的认识到契约合作的巨大收益。要促进PPP项目服务咨询业发展为合作方提供政策咨询，保证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了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达成，这些不仅能够增加项目主体的理论业务水平，也是其提高自身契约合作精神的主要途径。另外，要警惕项目主体的的契约变异行为，契约不是寻租，要保证项目主体在法律条件下形成的合作制约关系，谨防少数具有公共资源控制权利的主体成为利益共同体，损害公共项目的整体利益。
5.3风险共担：PPP项目合作达成的“承重墙体”
PPP项目的合作运行过程中，政府追求的是项目建成的公共服务效益，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为主的整体利益，作为共同体，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是关键。项目各方必须认识到PPP是基于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而风险共担正是推动PPP项目合作运营的“承重墙体”。 PPP项目的合作是以激活社会资本来满足公共服务供给，多数项目合作时间较长、资金额度较大，应注重提高项目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应对项目风险。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受融资进展、物资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利率以及内外复杂环境（国际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等都能产生风险，项目各方应树立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对施工水平、管理手段等进行严格把关，最大限度提高成本风险防患能力，在项目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采取全过程、全阶段的系统工程风险控制。另外，项目盈利能力往往达不到企业的预期水平而造成较大的营运风险，应确保投资方获得合理的利润回报，在特许权经营合同中政府应该给予社会投资者最低限额的保障，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弥补后期经营收入达不到预期经营水平状况，降低社会投资者风险。另外，要促进资产流动性，共同提高项目风险的应对能力，尤其是要明确区分各主体的风险责任，政府承担的是法律政策变更风险，企业承担的是更多的商业风险，促进双方共同承担风险，而不能相互推卸责任。单方面退出将会使得对方承担过多的风险，尤其是经验不足的政府一方为消除新的债务危机只能变相转嫁给社会公众，最终受到利益损失的只能是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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